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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了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于是激进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正是发达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表面上推行自由贸易，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和剥削，才是发展中国家贫

困的根源。但是仅仅靠外部的贸易保护政策是无法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还需要在内部建立起国家创新体系，

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结构演变，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才是实现经

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主义思路，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的真正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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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经济学的争论 

发展中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真正能够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少之又少。这就给

专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蒙上了阴影。所以，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赫尔

希曼(A. Hirschman) 哀叹发展经济学“衰退”，80年代中期拉尔声称发展经济学已经“寿终正寝”，

90 年代中期克鲁格曼( Krugman) 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不复存在”，它“已被一扫而光”。 

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为主，强调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发展的思路，在政策上主张通过发展

战略和发展计划的作用；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以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为主，

认为市场至关重要；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为主，认为制度

至关重要。然而这三个方面的思路遭遇发展中国家中结构刚性、价格弹性抑制、制度短缺的问题，

很难通过内部的力量解决。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很难实现。 

于是，发展经济学遭遇了激进主义的批评，包括巴兰的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弗兰克的依附性

积累理论、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明的不平等发展理论、伊曼纽尔的

不平等交换理论等（杨永华，2007）；以及最新的赖纳特和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所推行的自由贸易

才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愿意。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之所以无法发展起来，源于发达国家在推

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和剥削，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依附的

地位所致（赖纳特、贾根良，2007；束克东、黄阳华，2008）。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必须摆脱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何才能够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呢？他们则做出了

源于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等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政策建议（杨虎涛，杨威，2008）。 



激进主义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原因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我们不否认不平等

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反对自由贸易政策，

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改善虽然可以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根本原因还应该向

内部寻找，及需要真正建立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体系，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演变；

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制度演进和社会进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生演化，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

结合才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的途径。这些演化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成为了发展经济学演化主义

思路，也许这才是发展经济学的未来。 

二、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有形要素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其缺陷是将增长的决

定性力量归于一个无法把握的技术或人口的外生因素。80 年代中期以来，针对这一缺陷，西方经

济学界兴起了以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

济增长的结果，二者是循环互动、累积因果的演化过程。 

（一）基于物质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的局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

开始的。索洛（Solow，1956）将总量生产函数引入增长理论，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了

能满足一般均衡条件的增长模型，成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将趋于停止。这一“不愉快的结果”使得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1
。事实上，在索洛

（Solow，1957）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有 12.5%是由资本和劳动等

有形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另外的 87.5%被认为是技术进步所致，即“索洛技术进步余数

（residual）”。此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从这个余数开始，以技术及其载体人力资本的内生

为主线而展开。 

（二）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 

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Leaning by Doing）”模型是内生技术的增长理论

的思想源头。但任何特定技术的外溢效应总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外溢效应终究会耗尽。

要实现经济的持久增长，必需不断地涌现新的技术。斯托克（Stock）（1988）提出了一个“新产品

引进的知识外溢模型”，只要有新产品的不断引入，旧产品不断地淘汰，溢出效应就可以在不同产

品间绵延不绝，使经济保持长久的增长。阿林·杨格还建立了一个边干边学与发明相互作用的杂交

（Hybrid）模型。 

但新技术的产生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大量的创新和发明并不是意外出现的，而是有意识投资

的产物。因而，又产生了内生技术创新的增长模型。罗默（Romer，1986）认为不仅知识具有递增

收益效应，而且，知识是可以再生的，因为递增的收益成为新知识产生的资金来源，对知识的不断

投资又使其外部效应进一步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累积式的增长。罗默（Romer，1990）又提出了



一个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引入了一个专门生产新技术的研究部门，并强调了开发者对其新技术拥

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即知识的私人特性，以提供研究和开发（R&D）的动力。有意识的技术创新才是

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而且，技术创新也具有负的外溢效应。因为新技术在创造一部分人的垄断利润的同时，破坏了

另一部分人的正常利润，技术的老化使其资产价值受到损失。因而技术创新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

“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技术淘汰的压力提供了强大的反向激励作用，使技术创新在不同研究者之

间不断攀升、循环往复，你追我赶，形成一个创新－老化－再创新的动态演化模式。这就是说，研

究活动会产生一个或者几个部门的一系列创新突破。阿洪和豪伊特（Aghion and Howitt，1992）

认为增长的源泉是一系列质量改进创新活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则将产品质量改进型技术进步称为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 

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

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又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

我催化模式。这集中体现在新熊彼特学派的纳尔逊和温特的模型（Nelson and Winter，1982)以及

扩展的模型之中。科里斯克（Conlisk，1989)发展了一个模型，讨论了技术创新如何在总体上推动

经济增长。创新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总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技

术创新的扩散速度。 

（三）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 

斯密在《国富论》将工资率和利润率差异的成本因素归结为技能训练、技能难以程度、职业稳

定性的信任度。马歇尔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的思想，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长

期性和家庭在这种投资中的作用。费雪在《资本与收入的本质》以及《利率理论》提出的资本的概

念除了物质资本之外还包含现在的人力资本内涵。阿林·杨格和奈特在1944年的《投资中的递减报

酬》一文中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克服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

茨的名著《论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报酬递增的源泉》就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特性以及对

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最早提出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是宇泽弘文（Uzawa，1965）和费尔普斯（Phelps，

1963）。他们引入了一个非生产性的教育部门，使产出变成了有形要素投入和由教育部门带来的技

术进步共同作用的函数，因而间接地内生化了“索洛技术进步余数”。卢卡斯（Lucas，1988）吸

收了上述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思想，但放弃了引入教育部门的两部门模型的结构。他把时间区分为

两部分，假定每个劳动者用一定比例的时间从事生产，剩余时间专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就带来

了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及其效应。第一，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产生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源泉，是

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前面所述的内生技术创新产生的经济增长。所以，克姆认为生产率

的提高以专业化人力资本为基础，在即使没有技术变化或边干边学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人力资本的

专业化水平，长期经济增长依然可以实现。第二，一般性人力资本是知识的扩散，也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巴罗和萨拉- 伊- 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9）证明，在具有人力资本的

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报酬递减的，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内生增长。贝克尔

（Becker，1991）对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就是全社会一般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侧面。 

（四）基于知识分工的经济增长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专业化分工是生产效率提高和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阿林·杨格

（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深化了分工作用的认识，发展了斯密有关劳动分工程度决定于市

场范围的思想，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新发展出来的超

边际方法和数学模型发展了斯密－杨格定理，深化了分工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即新兴古典发

展经济学（杨小凯，2004）。Drucker（1971，1998）从管理学的角度也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

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概念。胡佛（1986）认为，把生产流程分为日益简单的工序是一个连续的“发

现过程”，是企业内部不断产生各种可能性知识的过程。贝克尔和默菲（Becker and Murphy，1992）

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在分工中引入了“知识”的概念，并认为劳动分工与知识积累

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罗斯比（Loasby，1999）则说：“劳动分工是日益增长的知识分工的主要含义，

并因此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知识通过分工增长，我们仅仅通过接受我们可能知道的界限增加我们

的知识”。



三、基于技术创新的结构演化 

经济发展不同于简单的数量增长，它更体现在结构上的演变。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经

济结构的演变，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空间结构以及分配结构等，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工业化

和信息化、城市化和区域平衡化、收入均等化等；二是制度结构或社会结构的演化，即市场化和民

主化问题。 

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形成生产上的产品结构或产业结

构，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导致交换结构，分工的不同组织构成竞争结构；市场和交换的区域分工导致

经济的空间结构，如城市、产业集聚区等；分工和竞争的不同报酬结果形成收入分配结构。结构演

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来自分工或差异的因果循环累积导致的差异扩大的集聚效应，或者通过学习和

模仿导致的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所以，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表现为一种结

构演进的动态过程。 

（一）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演进 

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早在 17 世纪，配第首先在《政治算术》中描述了由于

各个产业收入的相对差异导致劳动力由农业逐渐向制造业、制造业逐渐向商业转移的现象。斯密也

发现了资本投入依次向农业、制造业和国际贸易转移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年根据

二十几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

转移，即产业沿着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升级的“配第－克拉克定律”。美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库茨涅兹通过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将这一定律更精密化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Hoffmann，

1931）则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演变规律：消费品工业比重逐渐降低，资本品工业结构逐渐上

升，即工业结构逐步重工业化的“霍夫曼定律”。 

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城市化的过程。最为著名的刘易斯的“二元

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部门以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

路。罗斯托（Rostow）的经济起飞理论也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工业化是经济起飞的

关键，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主导产业依次更替的结果。演化经济学认为，一个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

也依赖于分工，产业部门的不断增多和产业结构的不断深化，也根源于分工。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

环节越来越多，迂回生产的链条越来越长，具体体现为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逐渐增多，这导致产业

不断细分。另外，分工的广化即技术和知识越来越丰富，导致人们的消费品种类也越来越多，消费

品产业部门也越来越多，从自然产品到人工产品，从电气产品到电子产品，无不是知识分工和技术

创新的结果。 

（二）基于知识分工的空间结构演进 

空间结构也就是一种分工的空间分布问题或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协作问题，表现为特定产业在一个

特定区域的集中分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市场交易或和长期契约联结的一个协作网络。比如我们



通常所说的产业区、专业城市或者城市功能分区等。这种产业的空间聚集（cluster）之所以发生，

并不仅仅在于公共设施等资源共享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和交易成本的节约，更重要的是基于专业化

分工及协作产生的知识共享效应，这种效应最终会形成具有递增报酬特征的正反馈机制。所以，这

种聚集一旦建立起来，就会通过自增强、自组织机制而自我延续下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发展过程。

当然，聚集效应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也会带来相应的负效应，比如拥挤，使得又会出现一定的扩

散趋势。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Myrdal)和卡尔多(Kaldor)的循环因果积累原理、赫希曼

(Hirschman)的联系理论等认为，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所产生的里昂惕夫乘数效应（包括前向联系

效应、后向联系效应、侧向联系效应）、“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

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将使经

济在地理空间上不均匀增长。发展经济学的激进主义的中心－外围理论，依附或剥削理论，乃是根

源于发展中国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知识上的差距所致，导致产业结构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

端，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远远低于深加工产品。 

（三）基于创新策略的分配结构演变 

马克思依据劳动价值论提出了“等量劳动获得等量产品”按劳分配思想，并且认为“分配的结

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的财富不断积累的结果是工人的贫

困也不断积累，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这就是说，马克思发现了收入分配中的正

反馈机制或集聚机制。卡莱茨基以及其思想的继承者后凯恩斯学派的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

人提出的收入分配理论和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则是通过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理论来否认这种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他们将这些分

配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归结为外生因素，比如初始财富的不平等；自然禀赋的差异(天生的才能和聪

明才智的差异)；个人勤劳或懒惰程度的差异；个人机会或运气的差异。并且认为初始财富的差异

造成的收入不合理是可以逐渐缩小的（因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其它后三种因素造成了差距则

会逐渐拉大（因为循环累积过程）。这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既认识到了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中的导

致差距逐渐缩小的负反馈机制（边际报酬递减），也认识到了导致差距逐渐拉大的正反馈机制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对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研究提出了两个理论：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和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库兹涅茨(Kuznets，1955：18)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

大会更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这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收

入分配的差距是先扩大后缩小的。刘易斯（198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或者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

收入差距也是这样，会经历一个先拉大后缩小的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将这两种机制的作用都归结为不可控制的外生因素是不够的，真正的差距拉大与

缩小应该内生因素，即主体的行为策略的选择。在外生因素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其收入超过社会的



平均收入水平，则可以采取惯例策略形成正反馈机制，不断地获得高收入；相反，则必须采取模仿

高收入者策略或者创新策略，可以提高收入，收入分配结构会趋于平衡。 

四、基于制度创新的制度演化 

（一）制度的本质：共同知识 

知识分工导致每一个体的知识结构愈加专业化，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说，就愈加贫乏，对

他人的依赖性也就愈加增强，完全自给自足在高度知识分工的社会中是无法生存的，必需加入到社

会合作网络之中，一起共享知识才能够得以生存。对应于知识合作的两种方式，制度可以区分为两

种类型：一是个体因合作而形成的组织，比如企业；二是组织外的交换规则，比如市场制度、价格

制度等。前一种我们简称为组织，后一种简称为规则。当然，组织和规则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规则

是无形的，有形的组织则是无形规则的集合形式。 

哈耶克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自发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人们之间的相互

交往和合作，必须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

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重复博弈进行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s）的自我维持系统”。把制度定义为“共同知识”的优点在于：第一，“共同”一词反映

了制度的本质是其社会性和合作性，说明制度产生于相互影响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社会交互行为

的产物；第二，制度的知识定义体现了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制度是知识的合作前提条件和基础。

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人们实现知识合作的合作成本或协调成本，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制度的激

励作用在于促进分散知识的形成，制度的约束作用在于促进知识的分散积累和共同享用。 

（二）基于制度创新的经济发展 

在前述的几个新增长模型中，也强调了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罗默

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政府应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补贴。另外的模

型也认为政府应采取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措施，以鼓励资本积累、技术开发与引进、国际贸易

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实施的不同经济政策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

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新制度经济理论深入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

发展首先必须用制度因素来解释（奥尔森，1996；诺斯，1998）。奥尔森（Mancur Olson）（1996）

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和技术因素，而是在于其制度和经济政策

之间的差异。诺斯（North，1968）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

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

为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低下。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

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制度更为重要，

因为全社会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规模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富于激励机制的制



度，即使没有先进的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

（1995）通过对长期经济史（1820－1995）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

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

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柯武刚、史曼飞，2000：

13－15）。柯武刚和史曼飞（2000:24）直接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

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Hume,1965）。”所以，

马修斯（Matthews，1986：917)说：“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经济的发展。”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 

当然，上述两个方面并不是孤立地演变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即经济结构与制度结构、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整个的经济发展。 

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决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应该的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原理和矛盾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但生产关系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的

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技

术进步会影响制度的演进，制度演进也会影响技术的进步，两者是共生演化或者协同演化的。当然

这种协同演化并不是同步的、对称的，它们会随着经济的演化过程而变化。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

特定区域，某一因素可能具有主导地位，在另外一个特定阶段或者区域，另外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

用。比如，制度的演化比技术的演化更慢，或者更为稳定。在制度稳定的时候，技术变革是演化主

要方面；当制度处于急剧变革的时候，则制度可能是演化的主要力量。 

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分工演进和制度演进将相结合的模型，认为对经济发展影

响最大的是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纳尔逊等(纳尔逊，2006：19-29；Nelson, 2001:19- 30；Nelson 

and Winter, 2002: 23-46)也认识到应该将技术与制度的演化协同起来，这种协同演化才是经济增

长推动力，而不是将两者孤立起来。他们认为，惯例这一概念最初用于企业的技术选择和策略选择，

但更适合于制度选择。如果把制度界定为一种“社会技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界定为一种物质技

术或自然技术，那么技术和制度就统一了起来，那么两者的演化就是一种共生演化。并且，纳尔逊

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作用力，但它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激励是不会产生和发

挥作用的，即技术进步必需以制度效率为条件，而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自身不断地演进以使技术进一

步创新并更有效率地被利用。因而，纳尔逊认为，持续的经济进步需要一种促使技术、组织和制度

协同演化的机制。布什和图尔（Bush and Tool，2001）把技术看作是经济演化的推动力, 同时把

制度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支持性制度”。 佩雷斯（Perez，1985）和弗里曼（Freeman，1988)也认

为制度和技术不能够相互对立，应该相互合拍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外，拉坦（Ruttan，1978）、

马修斯（Mathews，1986）以及国内的一些学者王忠民（1997）、高树枝(1999)、袁庆明(2002)、



周建军等（2001）等都赞同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 

总之，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结构演变和制度创新作为知识积累的具体体现，它们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都是一个相互促进、循环互动、自我催化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从总体上看，这四种因素

是紧密相连的。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劳动

分工的演进又依赖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制度、文化等传统制度结构的变迁。这也是知识由经济向社

会、文化领域扩展的路径和秩序，因而构成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组织演化

的总体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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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ism or Evolutionism：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Shengzhou Song 

 

Abstract：The stagnation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y cause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so the radicalism criticizes pointedly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ree trade is covert practices 

of exploitation to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is is the root cause of poverty of developing country. But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doesn’t only depend on the external trade protection, more depend on internal state 

innovation system. Technical innovation promotes economic increas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mpels 

structural evolution, and the combinations of both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economy develop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y. This evolutionism is the really futur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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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根源在于他们将技术外生于物质生产过程，构造出来的生产函数只能是收益递减的，致使经济

增长仅仅依赖于资本积累或人口增加，因而是收敛的、趋同的。 


